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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最后拟订将今云南腾冲和蒙自之间的地段划为犹太难民的寄居区，因此本文称该项难民安置

计划为“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②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只有一篇文章对该项计划背后中国和日本展开的斗争进行了介绍。其他的文章只是对相
关的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发表，尚未看到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例如，曹晓飞：《云南：犹太难民的希望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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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探析

吴　鹏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发动反犹运动”后，欧洲犹太人民纷纷逃离故地，走向未知的土地。

上海成为了当时许多犹太人民的理想去处之一。鉴于上海容纳人数的限制，国民政府计划在西南边区建立

一个犹太难民寄居区，即“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这项计划曾给当时的犹太人民带来了希望，但迫于当

时中国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这项计划最终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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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民族是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时
也是一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民族。在欧洲的历

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排犹事件。德国纳粹分子掌

权后，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一批批犹太

人被迫离开故土，在世界各地寻求立足之地。上

海就是当时犹太难民心中的“应许之乡”（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Ｌａｎｄ）之一。鉴于上海容纳犹太难民的人数有限，
而难民不断地涌入的现实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在

中国西南边区①划定一个犹太难民寄居区。由于

当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制约，这项计划最

终被搁置了，所以世人对这一计划的详情所知甚

少，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更是罕见，②但它的意义不

能就此被历史所湮没。

下面，本文就对这项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提出

和被搁置的原因进行一番探析。

一、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由来

（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与驱逐

　　欧洲历史上早有排斥犹太人的事件，其中在近



代尤为明显。１９３３年德国纳粹分子掌握政权后不
久，就掀起了“反犹运动”的热潮。随着纳粹分子对

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加重，一些犹太人感到自己即

将大难临头，所以打算远赴他乡。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水晶之夜”中，有２７６个犹
太教会堂被夷为平地，超过７５００家企业被破坏，９１
个犹太人被杀害，［１］犹太人的私有财产被“合法化”

充公。这次事件打碎的不仅仅是玻璃块，还有犹太

人的安全感。１９３８年３月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也实
行了“反犹运动”。于是，数以万计的德、奥犹太人

纷纷逃往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然

而，一些国家因为怕得罪法西斯国家而不敢接收犹

太难民，还有的由于经济危机的压力而将犹太难民

拒之门外。例如，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工

业产值降低了２３８％，出口额减少了６６４％，进口
额减少了６２２％，经济大约倒退到１８９７年的水平，
失业人数占到工人总数的２２２％；当时的法国经济
也降低了３２９％，大约倒退到１９１１年的水平，失业
人数占工人总数的１／２。［２］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们自
然不愿意成批的犹太难民涌入本国，给本国社会增

加额外的压力。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法国、美国、加拿
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

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丹麦、

多米尼加、新西兰、委内瑞拉、瑞士、瑞典、巴拉圭、巴

拿马、乌拉圭、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危地马拉、海

地、洪都拉斯、爱尔兰、厄瓜多尔和秘鲁３２个国家，
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国际难民会议。他们在会议上

表示，难以继续接收数量庞大的犹太难民，因而将采

取限制犹太人入境的措施，其结果，是更多的国家对

犹太难民关闭了国门。

中国历史上也有犹太人居住和生活在中国的痕

迹。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中国人反犹太人的事件，而且

还看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友好相处的一面，犹太民

族渐渐地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这体现了中

华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犹太人对中华文化的认

可和接纳。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证明犹太人来到中

国是可以适应的、有安全感的。

到了近代，当犹太人遭到纳粹分子的迫害时，中

国人民站在了犹太人这一边。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３日，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

人）针对纳粹分子的反人类暴行，向上海的德国领事

馆提出了强烈抗议。宋庆龄发表声明说：“自从德国

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

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被逮捕……在集中营中受到

酷刑……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国的野蛮行

为……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至于德国政府

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励起来的对犹太人的

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

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天天都发现尸

体，都是被残害得不可辨认的。”［３］时任中国驻维也纳

总领事的何凤山认为，纳粹主义的暴行有违人道主义

理念，进而毅然决然地向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伸出援助

之手，向他们发放签证，帮助他们离开纳粹的魔爪，因

此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当时的国民立法院院

长孙科也对犹太难民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纳

粹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二）上海容纳难民的人数有限

自何凤山向奥地利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以来，逃往

上海的犹太难民不断增加。１９３９年１月起，犹太难民
以平均每周１０００人的规模逃往上海。相关的统计资
料显示，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１年间上海所接受的犹太难民
数量最多的时候将近３万人。１９４１年底仍有２５万
人留在上海，这远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

和南非五国接收的犹太难民的人数多得多。［４］

上海的犹太难民依靠犹太人协会以及其他慈善

援助组织的帮助而勉强度日，其生活较为艰难。许

多人主要住在棚子里，仅依靠汤肴厨房（ｓｏｕｐｋｉｔｃｈ
ｅｎｓ）维持生活。犹太难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涌入
上海，无疑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治安产生负面影

响。上海租界的百姓表示，自己的生活因为犹太难

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严重干扰，日常生活与管理也呈

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５］３０９上海的一些犹太社团和

慈善组织，除了为犹太难民提供住房、食物、医疗等

基本生活需求外，还要帮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

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他们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ｅｗｉｓｈ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主席斯皮尔曼（ＭＳｐｅｅｌｍａｎ）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３日
的报告上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似

乎无可救药 ［６］”。而上海的救济组织一筹莫展，上

海的犹太居民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

一定的影响，也和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样，产生了忧

虑和不满。［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１９３９年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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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国家代表团体专门探讨了上海的犹太难民问

题，最终决定限制难民继续入境。

当上海难以继续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时候，

中国人民中的一些进步人士已经在思考能否以及如

何安顿源源不断到来的犹太难民。

（三）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有利于国民政府

为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积极奔走的德国犹太银行家

雅克布·保格拉斯（ＪａｃｏｂＢｅｒｇｌａｓ）向国民政府表示，来
华避难的犹太人每个人将携带５０～１００英镑，国民政府
可以从中免费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犹太人

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各领域也有一技之长。如果犹

太难民安置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国民政府也可以争取

到相关领域的人才，以建设中国后方。［８］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前曾对犹太民族表达

过同情。他在给《以色列传讯报》主编、上海锡安主义

组织主席伊斯拉的信函中说：“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

的运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

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

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

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籍［际］上赢得一个

光荣的地位。”①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理应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加之中国自古就有人

道主义救援精神。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制订和实施

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是理所应当的。另外，国民政府

也考虑到帮助犹太难民还可以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

形象，有助于中国获得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好感。

综合考虑之下，实施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是有利

于国民政府的。

二、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拟定

我国的人口大都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位于

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人口相对较少，且气候适宜

人类生存，又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滇缅公路和滇

越铁路的建设，更是方便了云南的交通往来。１９３９

年２月１７日，孙科在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在西南边

区划定一个区域作为犹太难民寄居区的提议。孙科

的这项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重视，

随后不久便召开会议拟订了“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的基本内容，决定将云南腾越（今腾冲）和蒙自之间

的土地划作寄居区，并把无国籍的犹太难民②作为

援助的对象。会议还规定犹太难民入境后，政府应

该协助介绍相关工作，但难民不可进行政治活动，不

得反对三民主义；犹太难民也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办

理入中国籍的手续，和一般国民享受同等的权

利。［９］１９３９年５月，响应该项计划的犹太难民已经

有１４万人滞留在上海。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中央政府正打算在

西南划出一块犹太难民的寄居区之后，曾经向国防

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了一封电文，在电文中表

示：就云南而言，云南面积广大，但是人口较为稀少，

尤其是思茅和普洱一带。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所以

可以在那里安置犹太难民，开垦云南的良田。［１０］

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１日，行政院规定无国籍的犹太

难民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而有国籍的犹太难民的待

遇则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并规定来华避难的犹太难

民，都应该住在通商口岸。行政院在同年８月１日

（第４２４次会议）又规定，每个犹太难民应该携带

２００英镑作为居住和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开销。［１０］

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４日，上海犹太人创办的《以色

列传讯报》（Ｉｓｒａｅｌ′ｓ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首次刊登了相关报

道。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士评论报》（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Ｒｅｖｉｅｗ）也报道了国民政府的这项计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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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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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英文原文为ＮＥＢＥｒｒｅ，收信地址为２９，ｒｕｅＭｏｌｉｅｒｅ（即莫利哀路２９号，今香山路７号）。“当代最伟大的
运动之一”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参阅孙中山：《致伊斯拉函》（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

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国联救济机关或其他著名慈善团体能够证明犹太难民品德端正又没有国籍，即可视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

《以色列传讯报》在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４日第１４－１５页，８月１６日第１、９、１４、１６－１７、２１页，１０月１３日第１６页报道
了此事。美国《密勒士评论报》刊载的《１０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
鼓舞的动议》（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Ｊｅｗｓｍａｙｆｉｎｄｈｏｍ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Ｙｕｎｎａｎｔｏｂ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Ｌａｎｄ”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Ｇｅｒｍａｎ
ＢａｎｋｅｒＩｎｓｐｉｒｅｓＭｏｖｅ）等文章，也报道了此事。“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ｔｈｏｕｓａｎｄ”翻译为中文是“十万”，而房建昌在《近现代外国
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中表述为“１００”万，笔者疑为字误，故本文按照原文翻译。详见房建昌：《近现代外国驻滇领
事馆始末及其他》，思想战线，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１１４页。



这些报道令上海的犹太难民欢欣鼓舞。雅克布·

保格拉斯为此在上海华懋饭店（ＣａｔｈｙＨｏｔｅｌ，今和
平饭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亲自前往云南进行

实地考察，受到了云南省财政主管缪云台的接见。

经过一番仔细地考察，雅克布·保格拉斯认为云

南是犹太难民的“应允之乡”，其能够接纳犹太难

民至少１０万人，并拟订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
之计划”。上海犹太组织还派人去重庆游说高层

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实施云南犹太难民安置

计划。［１１］

三、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搁置

（一）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

共识

虽然国民政府高层就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基

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上仍

存在分歧。国民政府内政部认为，应该在云南腾越

商埠划定寄居区，以警察机关为基干进行管理，而且

政府应该为犹太难民修建住宅。

外交部认为犹太人善于经商，恐怕不利于国家

的商业管理；为了防止犹太人日后发生要求民族自

决或自治的情况，应该只允许没有国籍的难民寄居

到指定区域；有国籍的难民则应居住在通商口岸，否

则会留下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而且云南犹太

难民安置计划一事，在国际上宜侧重于宣传人道主

义救济方面。

军政部则不愿意为犹太难民提供寄居区，认为

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才可以滞留中国，但是还不能授

予居住权。

财政部反对将接近国际路线的地方划作寄居

区，反对让犹太难民享有垦地所有权；而犹太难民的

国籍问题，则应提交外交部办理。

交通部认为应该和犹太团体就居住区地点和生

活设施等问题进行商谈，然后再做决定。［９］

行政院把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传达给当时

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上述已知，龙云建议犹

太难民来开垦云南的荒地，以便地尽其用，不至于

荒废。蒋介石虽然不反对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

划，但也并不热心。当孙科亲自到黄山别墅请教

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表示自己眼下最关心的

是国内战局。［１２］

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对这一项计划虽然有心，

但是各部门的具体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而且还存

在着矛盾。蒋介石更多的是关注国内的抗战形

势，而龙云的意见则和国民政府高层的意见不大

相同。关于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国民政府高

层没有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这就妨碍了计划

的实施。

（二）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启动资金

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启动资金也是一个

难以克服的问题。

中国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困落后状态

中走出来，民国初期的金融市场非常复杂而紊乱，国

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１３］３０２－３０４加之碰上日本发动

侵华战争，军费开支逐年攀升，最高时达到８７％；战

争开支腾腾上涨，而战况却节节败退：到１９３８年底

时，国内有９２％的工业生产区已经落入日军之手，

税收来源减少了７６％，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上

升到７０％～８０％，［１４］国民经济体系日益走向崩溃的

边缘。在这样的国民经济形势下，国民政府显然难

以正常启动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犹太人在欧洲虽然有不少的财产，但是自从受

到纳粹分子的迫害和驱逐后，大部分财产都已经被

侵占了。他们被迫逃离欧洲时，路上只被允许携带

１０旧德国马克的现金，到达上海后，手里已经没有

多少金钱，可谓是身无分文、穷困潦倒。［５］３０４其中一

个叫 Ｗ迈克尔·布卢门撒尔（Ｗ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ｌｕ

ｍｅｎｔｈａｌ）的犹太难民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在

１９３８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一无所有地离开，

身无分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前

景。”［５］２９９欧洲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后，只有极少数

在上海有亲朋好友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妥善的安

置，大多数人无所依靠，处境较为艰难。上海犹太社

团、非犹太救援组织或慈善团体虽然也为犹太难民

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力量毕竟有限。上海的犹太

难民虽然也获得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上

海等地的慈善团体或知名人士的经费捐赠，但是要

把１０万犹太难民全部移居到云南并安顿好，经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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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远远不够。①

（三）严峻的国内形势

鉴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云南省在当时虽然名义

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但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割据

性的地方政权，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方面都

拥有很强的自主性。云南“所有的军事、行政、财

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

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

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的称号”［１５］１６３。这些都

让蒋介石甚感不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大

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亦西迁重庆，云南、四川诸省

成为国民政府的后方重地。中央力量一步步渗入地

方，打破了地方势力独享一方的局势，中央和地方的

摩擦和冲突便不可避免。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主要

表现在财经、军事、政治立场和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四

个方面。［１６］１９８

在蒋、龙矛盾的前提下，关于犹太难民安置计

划，重庆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必然不会一拍即合。

１９３８年５月，龙云曾违背蒋介石倡导的“抗战到底”
的信念，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

起和平运动。同年６月和７月，龙云又与四川军人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络，组成云南、四川、

西康三省联合反蒋同盟。［１６］１７２－１７３１２月发生了“汪兆
铭出走事件”②。这一事件在虽然在１９３９年５月得
到暂时地平息，但是加深了重庆中央政府与龙云之

间相互猜忌与隔阂的程度。在重庆和云南存在难以

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再添加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

划，明显就有节外生枝之嫌。龙云虽然口头上赞同

这项计划，但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举动。蒋介石也

并非像孙科和孔祥熙等人那样对这项计划有那么高

的积极性。

１９３８年以后，云南的外来人口在短时间内猛

增。外地机关、学校、工场陆续迁来，美军及技术人

员来滇的有２万多人。据统计，涌入滇境的军民不
下１００万人。这时，外米无从进入，内地运粮转运维
艰。［１５］１３８人口的骤然增加，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经

济产生负面影响。加上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云南也

面临着物价高涨和运粮困难等问题。１９３９年３月２
日，龙云在“龙云为各军补充兵宜驻黔训练电”的电

文中表示：“滇省近来百物昂贵，米价陡涨，生活增

高……地方食粮已极感困难。”［１７］如果此时数以十

万计的犹太难民移居云南，无疑会给当地增加压力，

使原本矛盾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另外，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上海，形势也较为复
杂。上海之所以成为犹太难民较为理想的避难地点

之一，除了已经存在的犹太社团和拥有便捷的海外

交通条件之外，还和当时多种政治力量并存有很大

的关系。上海不仅仅是一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国际化

城市，更是一座被一系列不同政权包围和统治的城

市。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拥有

多种政治经济利益，租界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

事力量作为后盾，列强可以在自己的租界内行使自

己的管辖权，上海也因此被称为“国中之国”。“由

于对货物、金钱以及人员的国际性流动缺少法律限

制，上海还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之

一。因为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所以这个

城市成为 ２０世纪冲突混乱的年代里难民的避
难所。”［５］３０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

西南地区成为其后方重地。国民政府内部在抗战问

题上存在矛盾：蒋介石坚持主张抗战，认为“不论国

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

备”。汪兆铭则主张与日本议和，他表示：“日本的

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我国的困难是如何支持战

争。”［１８］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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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雅克布·保格拉斯经过考察之后，估计安置１０万难民所需的费用至少为５０００万法币，有一半左右的经费没有着
落，他还寄希望于云南省政府的贷款。参阅若雪：《１９３９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约翰·阿哈
勒斯（ＪｏｈｎＡｈｌｅｐｓ）在《中国星期论坛》（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ｅｋｌｙＲｅｖｉｅ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该项计划至少需要３５００万美元，并
认为它被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参阅唐培吉等：《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１９９２年。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与龙云有一夕之谈，次日奔赴越南河内；次年
转往上海、南京，与日本人接触，意图建立政权，此所谓“汪兆铭出走事件”。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沦陷后，昆明成为西南与
外界联系的唯一交通枢纽，汪兆铭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保住与日本和议的成果，势必得争取龙云。这一事件使重庆与昆

明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更为严重。



利益之争。

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形势下，云南犹太难民安置

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妥善地安排和实施。

（四）严峻的国外形势以及计划的搁置

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被搁置，也与德国和日

本方面的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和德国的关系颇为密切，
德国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培养人

才，让年轻的中国军官赴德学习，并且中德之间在经

济、政治、文教等方面的往来也很频繁。抗日战争爆

发后，德国是中国军火提供商中的大宗，１９３７年运
送到中国的战略物资价值为８２７８８６万马克，包括
各种武器和弹药。［１３］４５４－４５６因此，蒋介石对德国人颇

有好感，希望德国能节制日本对华的军事行动。但

是１９３８年以后，中德关系有了转变。１９３８年德国
发表声明承认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政

府，德国的军火也被禁止输入中国。这说明随着中

国战局的发展，德国看到了日本在远东战场的重要

性。国民政府担心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会影响中

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会导致德国帮助日本打击

中国。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安

置计划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甚至有些畏缩

起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启了全
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由于战争吃紧，在与日本的

战争中连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军手中，所以谈

不上有多少精力来打理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１９３８年开始，日本对重庆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空袭，
造成无数平民死伤，也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紧张的神

经。重庆政府准备疏散民众，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

建议将与军事无关的各个机关一律疏散，迁出重

庆。［１９］１９３９年４月，云南昆明也遭到了日军敌机的
空袭。龙云在４月１５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连

日敌机侵入滇境，轰炸省会附近，元日敌机又轰炸蒙

自”。［２０］日本空军飞入云南境内，不仅使云南局势紧

张，还造成了较为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①

相比犹太难民安置问题，抗战的形势显然更为紧迫。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谋划“河豚鱼计划”（Ｆｕｇｕ

Ｐｌａｎ）②，企图利用犹太难民为侵华战争服务，但是

上海的犹太难民大都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日义举，

并声讨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本认识到难以实行

“河豚鱼计划”，于是阻挠中国的云南犹太难民安

置计划。

在上述内外交困的严峻条件下，蒋介石终于表

示妥协。蒋介石得知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ＤｒＯｓｋａｒＰ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来电抗议“云南犹太难民

安置计划”后，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暂时将计划搁置。［１２］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１日，已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和

上海一些国家代表宣布拒绝任何新的犹太难民进入

上海。这相当于关闭了犹太难民落脚中国的重要门

户。后来，犹太人来华的海路和陆路也逐渐被意大

利和德国所控制。犹太难民来华的人数锐减。在这

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于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之所以被搁

置，可以总结为四个原因：第一，国民政府高层内部

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统一意见；第二，计划的实施

缺乏启动资金；第三，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以及中央

与地方之间存在隔阂；第四，国际上德国和日本等方

面的限制性因素。

在许多国家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的情况下，

基于上海难以容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现实需要，

中国政府这项计划的提出，无疑给处于困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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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云南省档案局（馆）编辑的《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对日本空袭给云南造成的伤亡、经济损失以及

相关救济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参阅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重庆：重庆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０１－６２１页。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图谋在我国东北占领区建立犹太难民安置区的一项计划。日本打算凭借该计划利用犹太人

的财力、影响力和人才为侵华战争服务，构建日本人心中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上海的犹太人民几乎全都反对日

本对华发动战争。关于日本“河豚鱼计划”的提出、内容和评论等，可参阅（美）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

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１９９２年。



犹太人民带来了希望。然而，在严峻的国内和国

际条件下，困难重重，即使国民政府真的有心去做

这样一项计划，也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顺利完成。虽然难逃被搁置的命运，但是也体现

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深深的同情和援助之心，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深厚

友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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